
2

[bookmark: _GoBack]压缩内容说明

[bookmark: _Toc120113865][bookmark: _Toc120113866][bookmark: _Toc114269296][bookmark: _Toc120113863][bookmark: _Toc114269348]非常感谢评审人的耐心审阅。文中涉及到修改的文字部分使用红色标注，以评审人精准确认修改的地方。（1）将正文先前的“2.1 企业访谈”、“2.2 政策文件来源”、“2.3 政策编码体系设计”合并为“2.1 政策文件来源”，略写了企业访谈的操作步骤，整体内容进行了精炼。（2）对原文中“表3 独角兽扶持政策工具编码准则比较”进行了语言精炼，在文章第5页“表2 独角兽扶持政策工具编码准则比较”中显示。（3）对“表7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四种政策权重”、“表9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子类型权重”、“表10 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子类型权重”的内容在文章中用语言表示，故而删除了原先的表7、表9和表10。（4）对原文“3.3环境型政策工具子类型权重”中详细的计算过程进行了精炼，略写了主成分分析的具体过程。（5）在不影响主体内容的情况下，删除了原先文章中的“表2 独角兽扶持政策文本示例”，“图3 CRITIC法和主成分分析结合的权重计算逻辑和步骤”（理由：内容在文中已用语言表述），“表8 财政补贴政策工具结构”（理由：原先阐述较繁琐），“表13 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数量的拟合模型比较”（理由：比较后的结果文中已阐明），“表16 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数量的拟合模型比较”（理由：比较后的结果文中已阐明）。（6）围绕修改后的内容，参考文献进行了重新整理。























政府扶持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成长：政策量化与作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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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35311501]摘要：目前鲜有针对中国独角兽企业成长的政府扶持政策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25个典型城市287份独角兽扶持政策文本，系统设计政策工具量化过程，围绕政策工具密度和强度两个维度设定多样的编码准则，并利用CRITIC和主成分结合方法客观测算政策工具权重，最后通过拟合函数解析独角兽企业扶持政策的作用。研究发现，各城市的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数量呈倒“U”形关系，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数量呈指数增长趋势，但整体解释率只达到20%-25%。结果表明，政府扶持独角兽成长的作用有限，独角兽的培育产生还需要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创业生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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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pport for the Growth of Chinese Unicorns: Policy Quantification and Role Analysis

SUN Qixia1,  ZHU Zhen2,  RUN Haoyi 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There is currently little research on 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 for the growth of Chinese unicorns. Based on 287 unicorn support policy texts from 25 typica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0, a systematic process of quantifying policy tools is designed, with various coding criteria set around the density and strength of policy tools. The weight of policy tools is objectively calculate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RITIC method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Finally, the role of unicorn enterprise support policies is analyzed through fitting function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nsity of policy tools in each city shows an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number of unicorns, and the intensity of policy tools shows an exponential growth trend with the number of unicorns, but the overall explanation rate only reaches 20% -25%.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supporting the growth of unicorns is limite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unicorns also requi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ket-oriente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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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企业（以下简称“独角兽”）是指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获得私募投资但尚未上市的私营初创公司。这类企业发展迅速、具备颠覆性创新，属于典型的创业型高成长企业。高成长企业（high-growth firms）也常被称为快速成长性企业（rapid-growth firms），现有研究发现，高成长企业能够增强经济活力[1]，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尤为重要[2]，创立与发展极大推动技术创新与劳动生产率提升，能够创造很大比例的就业机会[3]。
独角兽主要出现在重视数字化应用和高科技领域研发的国家和地区。拥有独角兽最多的地区为北美、亚洲（主要集中在中国）及欧洲。美国的独角兽成长极大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培育：高校负责原始创新，创业实验室负责创新转化和成本研发，企业则负责市场化运营和创业，整个过程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助力。硅谷诞生了世界上最多的独角兽。欧洲独角兽成长的模式则秉承资本驱动与政府引导并驱的模式。与美国模式不同，欧盟以及各国政府普遍采用支持大学实验室或者校企联合研究中心孵化原始创新的模式，加快新技术的市场化推广，对创业企业的直接扶持较少，主要是提供稳健的金融融资环境和人才扶持机制。因此，欧洲独角兽成长模式具有美国模式中充分资本市场驱动的特征，也具备政府扶持和引导的双重特征。
中国是独角兽数量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培育了字节跳动、蚂蚁集团、滴滴出行等企业。在独角兽成长的过程中，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4]。目前，我国有50多个城市出台了独角兽培育政策和支持计划，譬如北京、杭州早在2015年就出台独角兽的相关扶持政策，苏州于2018年在国内率先发布《苏州市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2018～2022年）》。根据北大法宝、白鹿智库整理发现，截止2020年底，北京和上海发布了20余份支持文件，杭州、成都发布的政策文件甚至超过了30份，发文较少的城市如常州、泰州、长春也发布了2-3份文件，这足以表明政府持有高度的积极性。此外，各地政府也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共关系推荐独角兽的创业模式，通过为独角兽站台方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例如，杭州市政府连续六年举办《万物生长大会》总结“独角兽”企业成长轨迹，连续四年发布杭州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榜单。
当前学术界也从政策支撑[5]视角展开对独角兽成长的探索性研究，指出政府支持是独角兽成长关键的影响要素[6, 7] ，但多数文献主要针对的是创新创业政策对于一般创业企业的影响，且多数为政策描述和建议类的研究[4, 8]。国外研究指出高成长型创业政策与一般创业政策存在差别，高成长型创业政策强调研发资助和税收优惠、商业加速器和孵化器、增加风险融资渠道等交易性质的政策工具使用[2]。现有研究鲜有对独角兽这类高成长型创业企业的扶持政策的量化，政府对于独角兽成长的扶持作用仍不明确。基于此，本文展开扶持独角兽成长的政策量化问题研究，试图回答扶持政策对独角兽成长产生怎样的扶持作用。 
1 文献回顾
1.1 政策工具分类
政策工具是政府在宏观上对市场体系的引导和规范，是政策分析的最基本单位[9]。本研究将政策工具理解为政府发挥政府管理职能扶持独角兽的手段。结合具体的政策工具应用领域，政策工具又有不同的分类形式。
创新创业领域，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类广为采用，包括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10]。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直接扩大创业相关要素（比如人、财、物等）供给[11]；环境型政策工具指创业企业在创业环境方面受到政府的财政或者管制类政策的影响[12]；需求型政策工具指创业企业在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方面，借助政府的力量以政府采购、消费端补贴等手段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从而企业被拉动成长[13]。
鉴于独角兽属于创新创业类企业，本文故而使用Rothwell和Zegveld的分类，适当调整政策工具类别的操作方法，并参考赵筱媛和苏竣的政策工具分类[11]，对独角兽扶持政策工具进行了适当调整。主要调整集中在：（1）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用社会化服务反映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政府支持；（2）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将以往分类中的财务金融细分为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3）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剔除原始文本中不存在的服务外包类政策。最后，独角兽的政策工具分类归纳如表1所示。
表1  独角兽政策工具分类
	政策工具
类型
	作用
	具体分类

	供给型政策                    
	直接推动力，供给创新公共要素
	社会化服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人才支持

	环境型政策
	间接影响创业活动，提升创新潜力和创业氛围
	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知识产权、法规管制、目标规划

	需求型政策
	面向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主动刺激市场预期
	政府采购、消费端补贴、贸易管制、海外机构管理


1.2 政策工具量化
学者们对政策工具量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类研究政策工具特征表达，主要聚焦于政策文本发布数量、政策主题分布、政策目标指向、政策措施聚焦、政策力度表达等要素。在方法上，早期典型的研究主要使用文本统计分析辅以专家打分法这两种方法量化政策工具的特征。经典研究如彭纪生等人的政策量化标准手册的设计[14]。后续被很多学者借鉴，譬如余菲菲等人就互联网创业政策从政策力度、政策数量、政策内容方面[8]，提炼创业政策的特征和政策内容，识别政策实施的效果。这类研究中专家打分法仍然避免不了主观的意愿，需要寻求客观的量化方法。进一步的研究采用主题建模的方式，通过提取政策关键词并挖掘表征政策工具的多元性和演化特征。例如，张永安等人利用文本挖掘法及PMC指数模型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量化研究[15]。
第二类研究政策文本内容。为了减少文本提取的主观性，学者提出用政策工具密度和政策工具强度特征反映政策文本内容[16]。政策工具密度是指不考虑政策工具内容，仅计算政策工具类型相关的政策数量，并以此反映政策的积极性[17]。政策工具强度被定义为“资源的组织和动员” [18]，即投入或分配给特定政策工具的资源、努力或活动的数量，以此反映政策工具的质量和力度。在此研究基础上，利用政策工具强度的测算方法，学者对可再生能源政策工具组合动态性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19]。
综上可知，政策工具特征的前沿研究成果主要以政策工具密度、政策工具强度等方式量化政策工具，这也为本文量化独角兽扶持政策提供了借鉴。
2 政府扶持独角兽的政策量化设计
[bookmark: _Toc17614117][bookmark: _Toc57496430]立足于政策内容本身，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基本过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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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4269294]图1 政策工具量化步骤
[bookmark: _Toc57496431][bookmark: _Toc120115652]2.1 政策文件来源
第一步是通过企业访谈锁定哪些政策与独角兽创业扶持相关。本文选取2家独角兽进行深度访谈，旨在了解独角兽创业扶持政策的发文部门以及捕获企业家关心的扶持政策内容。
接着以2021年IT桔子公布的“2020-2021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中涉及的25个城市收集政策文本信息。以“创业企业”、“创新企业”、“高精尖企业”、“高成长型企业”、“领军企业”、“独角兽”、“瞪羚企业”等作为关键词，主要依托“白鹿智库”、“北大法宝”获得政策文本数据，并辅以独角兽政策相关的政府官方网站补充信息。本研究界定的独角兽政策设计省、市和区三级政策级别。
[bookmark: _Toc120115654]通过以上检索标准的确定，最初检索到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之间的政策文本共561份。对文本进行两轮筛选，首先筛选已经失效或被取代的政策，在第二轮中邀请两位创业管理专家排查创业政策的适用性，对于独角兽不适用的政策予以剔除。最终得到287份有效政策文本。
2.2 基于政策工具密度和政策工具强度的政策编码规则
政策量化的关键是编码。独角兽政策文本的编码工作包括识别文本和制定编码规则两个关键步骤。识别文本的关键是提取变量并存放为待分析的政策单元，而制定编码规则的重点则是在此基础上为变量赋值。政策工具的编码方法突破先前主观评价方法，借鉴Knill等人提出“密度”和“强度”客观赋值政策工具的方法进行[16]。
政策“密度”凸显政策工具的重要性排序[15]。参照先前文献的方法，本文以“0-1”赋值的虚拟变量衡量方法对政策分析单元进行数量汇总从而确定政策工具密度[8]。区域政策强度表示政府对区域经济投入的政策变量值的大小，反映自身作用的大小[20] 。本文借鉴Schaffrin[18] 从“目标、范围、整合、预算、实施和监管”六个维度对政策工具强度的衡量方法，以包含多种政策工具组合的单份政策文件为编码单元，研究确定了独角兽扶持政策编码体系中的三级分类为编码点，综合设定虚拟变量衡量法、基准衡量法、多样性衡量法以及深度衡量法等四种编码方法。参照设置的编码方法，我们详细对编码体系的政策单元设定不同的编码准则。
具体的政策文本的编码的总体准则衡量方法比较见表2。
[bookmark: _Toc120113860]表2 独角兽扶持政策工具编码准则比较
	衡量方法
	作用
	识别对象
	测量方法

	虚拟变量
衡量法
	衡量政策工具密度，和政策工具在目标、整合、监管三方面的强度
	该类型政策是否出现
	将政策工具视为“0-1”虚拟变量，出现该项政策工具则编码为1，反之为0

	基准衡量法
	衡量政策工具的预算强度
	财政补贴类政策
	基于中位数和方差的分类

	多样性衡量法
	衡量政策工具的范围强度
	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政策工具
	计算信息熵值为编码值

	深度衡量法
	衡量政策工具的实施强度
	反映政策深度信息的政策工具
	文本中直接获取数据



（1）虚拟变量衡量法：将政策文本中是否出现该政策视为“0-1”虚拟变量。此方法直接通过频数统计表征政策工具的密度[14]。该方法也适合于政策工具在目标、整合、监管三个维度的强度衡量。如果出现该项政策工具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2）基准衡量法：该方法常用于以相同量为标准的测度，本文用于反映政策工具中财政补贴维度的强度水平。借鉴先前研究将中位数设为基准值的方法[21] ，本文以中位数为基准设定编码准则。具体做法是，计算样本城市中财政补贴中位数，然后按0-3等级划分。如果无此政策，则等级为0；数值远高于中位数，等级为3。数值等于或高于中位数2个标准差的区间，等级为2；数值低于中位数2个标准差的区间，等级为1；这里确定的等级即为编码赋值，其中表示标准差。 
以“独角兽认定补贴”政策为例，采用基准衡量法进行编码。基于各城市政策对于独角兽认定补贴的实际情况，确定中位数为300万元作为行业基准，300-500万等级为2，2 000-3 000万等级为3，100-200万等级为1，没有该项政策等级为0，对应的编码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关于“独角兽认定补贴”政策的部分城市编码
	城市
	
政策名称
	
编码
	
分析单元
	独角兽
认定值
（万元）
	编码值

	深圳
	《深圳市坪山区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办法》
	SZ-19-02
	对上年度进入国家、省、市行政部门独角兽名单的企业给予最高3 000万元的奖励。
	3 000
	3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兴区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BJ-18-7
	对于列入国家、北京市级、中关村相关部门发布的“独角兽”或相应榜单的企业，经认定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奖励。
	500
	2


（3）多样性衡量法：用于衡量测度变量的范围，本文采用该方法表征政策对独角兽支持的广度，适用于政策工具的范围维度的强度测量，对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同一政策工具采用信息熵计算得到的数值进行编码。
信息熵被广泛用于对不确定性的度量[22]。信息熵反映信息大小的度量，信息大小（意为文件中政策的有效性）表明此文件对该项政策工具使用的有效性越大。而信息熵越大，政策的多样性越大，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越大。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1）
式中表示针对某个包含多个类别的政策工具变量，某个城市在该变量的信息熵。 表示该城市在这个政策工具变量中出现该项政策工具类别的概率。以政策工具子变量“供给型政策工具—人才支持”为例，政策文本中有关北京市对人才支持的多样性计算如表4所示。
[bookmark: _Toc120113861]表4 北京市有关独角兽人才支持政策的编码
	政策
表现
形式
	安家费
	住房补贴
	办公用房补贴
	生活补贴
	科研专项经费
	评优奖励
	企业家培育
	创新
成果
激励
	资助
创新
创业
领军
人才
	放宽
公积
金贷
款额
度
	外国
人才优待

	编码
	0
	0
	0
	0
	0
	0
	0
	1
	1
	0
	1

	编码值：


（4）深度衡量法：该方法常用于对深度信息的测量，最初用于测量场景的空间位置研究，反映场景向下或向里的距离。本文引申为测量政策工具的实施维度的深浅程度，以此体现政策文本中政策实施的强度。观察原始的政策文本，我们发现只有“收入增速贡献奖（比率值）”的深度信息可以进行直接比较，从而直接反映政府对于该项政策工具实施的强度。
具体操作为：比较城市层面“环境型政策工具—财政补贴—收入增速贡献奖”的强度，编码如表5所示。
[bookmark: _Toc114269330]表5 独角兽“收入增速贡献奖”政策编码部分示例
	城市
	
政策名称
	
文件码
	
分析单元
	编码值
（收入增速贡献奖
比率）

	广州
	[bookmark: _Toc111586766]《广州市海珠区发展和改革局等13个部门关于印发海珠创新岛“1+6+1”产业政策体系文件（修订版）的通知》
	GZ-19-01
	对本区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贡献100万元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在20%以上的“四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根据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情况，最高可按照其对本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增量的50%给予贡献奖。
	0.5


3 CRITIC和主成分分析结合的扶持政策工具权重测算
3.1 权重测算逻辑
[bookmark: _Hlk136610822]在完成政策编码后，还需确定政策工具的权重。本文采用客观权重法量化政策工具各个要素的权重，弥补主观打分的不足。由于独角兽政策工具体系具有多层次和多元化混合并存的特征，但又存在测量点不均衡的现象[23]，在选择权重方法时既需要考虑政策工具的协同性，又要解决降维问题。
针对协同性问题，系统协同要素权重一般采用CRITIC方法[24]。CRITIC方法是基于数据波动性的客观赋权，适用于多层级政策工具的权重确定，既能反映各类政策工具的相关性，又能体现同一类政策工具在不同城市的差异性。另外，主成分分析法既可以降低多元化政策工具的维度，同时又能极大地保留原始信息。因此，本文采用CRITIC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结合的方式来确定政策工具权重。
CRITIC法权重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假设由n个样本均需要进行m个指标的考核， 反映第项指标考核第  个样本的结果。
利用公式2求指标的变异性，用原始数据的标准差衡量，其中。
                        （2）
利用公式3求指标的冲突性 ，其中 与。
                        （3）

公式4对指标的信息量  进行考察，即。通过 和公式5来确定最终的指标权重。
                       （4）
                               （5）
3.2 政策工具权重计算
（1）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权重
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三级类型都是采用多样性衡量法编码，该层级不需要降维，按照图4的思路，直接用三级编码值进行二级类型包括社会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和人才支持等四种政策工具的CRITIC权重分析。参照公式2-5进行测算，得到供给型政策工具二级政策工具：社会化服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人才支持的权重分别为0.251，0.248，0.291，0.211。
（2）环境型政策工具子类型权重
环境型政策工具子类型权重的确定按从下至上层级的方式逐层测算。其中，二级类 “财政补贴”存在多个三级类别，需要应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进一步采用CRITIC法测算二级类型的权重。
采用主成分分析对财政补贴政策进行降维后，即可计算综合得分值，进一步将财政补贴类政策工具的综合得分值与其他二级环境型政策工具一起采用CRITIC法计算权重。参照公式2-5测算，得到包括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知识产权、法规管制和目标规划等六种政策工具的权重分别为：0.122，0.136，0.187，0.207，0.189，0.158。
（3）需求型政策工具子类型权重
需求型政策工具没有三级类型，仅需将二级类型的编码值进行CRITIC分析确定权重分配。同样参照公式2-5，测算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子类型包括政府采购、消费端补贴、贸易管制和海外机构管理等四种政策工具的权重分别为： 0.341，0.159，0.218，0.283。
（4）三大类政策工具权重
依据上述各类政策工具子类型权重，采用CRITIC法对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大政策工具一级类型计算权重。参照公式2-5，将三大类政策工具类型的权重归纳为表6。
[bookmark: _Toc120113867]表6 一级政策工具类型的权重
	政策工具分类
	变异性值
	冲突性值
	CRITIC权重

	供给型政策
	0.283
	0.773
	0.393

	环境型政策
	0.285
	0.532
	0.273

	需求型政策
	0.315
	0.590
	0.334


[bookmark: _Toc120115661]4 扶持政策的作用解析
[bookmark: _Toc120115658][bookmark: _Toc57496436][bookmark: _Hlk135311220]扶持政策的作用解析旨在分析各城市的政策工具使用对于独角兽成长的作用。引入散点图，分别对政策工具密度、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成长数量的关系进行拟合。各城市的独角兽数量以IT桔子发布的《2020-2021中国独角兽榜单》口径统计。
4.1 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成长的关系
[bookmark: _Hlk105876430][bookmark: _Hlk111499423]政策工具密度反映政策的积极性[17]。以政策工具密度为自变量，各城市独角兽数量为因变量，变量测量统计见表7，绘制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数量的相关关系散点图，并采用SPSS提供的曲线估计过程进行拟合，发现二次曲线模型的R2最高，为0.246。因此，我们认为二次曲线的拟合效果最好，曲线图如图2所示，二次曲线的拟合结果如表8所示。具体可以得到拟合方程为：
[bookmark: _Hlk108430338]
	[bookmark: _Toc114269344]变量
	变量名称
	测量方法

	因变量
	独角兽数量
	IT桔子发布的2020-2021中国独角兽榜单中的各城市独角兽数量

	自变量
	政策工具密度
	根据虚拟变量衡量法准则对各项政策工具编码，统计各城市计数为1的政策工具总和


[bookmark: _Toc114269345]表7 变量测量统计
[bookmark: _Toc114269346]表8 拟合曲线模型拟合结果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B
	Std. Error
	Beta
	
	

	政策工具密度
	1.755
	0.674
	2.016
	2.604
	0.016

	政策工具密度2
	-0.015
	0.007
	-1.841
	-2.378
	0.027

	(Constant)
	-19.603
	12.040
	
	-1.628
	0.118



[image: ]
[bookmark: _Toc114269310]图2 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数量拟合的二次曲线
结果显示，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数量呈倒“U”形关系，北京和上海两个培育中国独角兽的城市位居抛物线顶点位置。当政策工具密度过低时，独角兽数量较少。这不难理解，政策工具密度较低，说明该城市并不重视独角兽成长，独角兽很难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因此企业数量也较少。天津、贵阳、渭南等城市属于这一类。
当政策工具密度逐渐升高时，表明政府扶持独角兽成长的积极性增强，独角兽的数量也明显上升，这一类城市如常州、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当政策工具密度上升到一个临界点时，独角兽数量达到顶峰，反映出政策工具密度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这样的作用机制出现在北京、上海。
随着政策工具密度超过临界点后，独角兽数量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呈现过犹不及现象。比如青岛、济南、杭州、成都这些城市，政策工具的密度已经非常高，但扶持效应并不算特别好。可能的原因是：扶持政策还依赖于强度，即所在城市还需要投入资源，反映政策工具的质量和力度，而不是靠政策数量的多少来决定的。扶持政策不仅仅体现了政府扶持独角兽成长的积极性或态度，更依赖于所在城市的资源支持，例如“真金白银”财政补贴，人才支持以及金融市场支撑。毫无疑问，青岛、济南、杭州、成都四个城市难以与一线城市媲美。
[bookmark: _Toc57496440][bookmark: _Toc114351914]4.2 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成长的关系
政策强度体现政策扶持力度[25]。依据政策工具编码值和各维度的政策工具权重来测算各类政策工具的强度，测算公式为：
                                                          （6）

                       （7）

                                     （8）
其中，公式6中为某一层级政策工具指标 的权重，为第  个城市的相应层级政策工具指标的编码值。公式7计算该层级政策工具指标的总强度，公式8是对最后求得的所有政策工具强度进行标准化处理，代表第个城市任意一项政策工具强度  标准化的值。借鉴孙盼盼和夏杰长[25]的研究将政策工具强度按照正向指标标准化的方式操作，最终得到各城市扶持独角兽成长的各类政策工具强度值。
以政策工具强度为自变量，城市的独角兽数量为因变量，变量测量统计见表9，并绘制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数量的相关关系散点图。进一步采用SPSS提供的曲线估计过程进行拟合。经过几种拟合结果的比较发现指数曲线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2最高，为0.194，曲线图如3所示。指数曲线的拟合结果如表10所示，则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数量关系的拟合方程为：

[bookmark: _Toc114269347]表9 变量测量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测量方法

	因变量
	独角兽数量
	IT桔子发布的2020-2021中国独角兽榜单中的各城市独角兽数量

	自变量
	政策工具强度
	各城市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总强度，结果进行标准化


[bookmark: _Toc114269349]表10 拟合曲线模型拟合结果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B
	Std. Error
	Beta
	
	

	政策工具强度
	2.231
	0.948
	0.441
	2.355
	0.027

	(Constant)
	1.113
	0.554
	
	2.006
	0.057


[image: ]
[bookmark: _Toc114269311]图3 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数量的散点关系图
结果显示，独角兽数量随地方政府政策工具强度的加强表现出指数增长趋势，但在样本城市中，独角兽政策工具强度越大，并没有培育出更多的独角兽。譬如成都、无锡、青岛、济南的政策工具强度极高，但当地培育的独角兽数量却极少。
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一线城市远离拟合曲线，这说明推动独角兽培育的原因除了政策强度外，与这些城市的特征还存在较大的关联。有研究指出独角兽的培育不仅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5]，还会受到风投[7]、孵化器水平[6]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也说明依托政策工具强度发挥作用的城市，还需要其他因素的加持，才能提供独角兽成长的优质土壤，譬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家一线中心城市政策工具强度没有达到最高的扶持水平，但却为我国培育出了最多的独角兽。因此，上述研究也暗示，政府政策扶持对独角兽的培育和成长作用是有限的，还有更多的创业生态因素决定了独角兽的成长。
[bookmark: _Hlk127544946]5 结论与启示
[bookmark: _Hlk127544971]5.1 研究结论
研究针对中国25个城市的独角兽扶持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赋权等量化操作，并解析了政策工具密度和政策工具强度两个关键特征对独角兽成长的扶持作用，得到以下要点：
第一，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系统设计了独角兽政策量化方法。确定了独角兽政策文本在政策工具密度和政策工具强度的多种编码方式，并利用主成分分析与CRITIC结合的客观方法测算了政策工具权重。
第二，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数量呈倒“U”形关系。通过拟合函数，解析各城市的政策工具密度与独角兽成长的关系，发现当政策工具密度过低时，独角兽数量较少。当政策工具密度逐渐升高时，独角兽的数量明显上升，但政策工具密度存在一个临界点，政策工具密度超过该临界点，独角兽数量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呈现“过犹不及”现象，政府对独角兽的扶持效应并非越多越好。
第三，政策工具强度与独角兽数量呈指数增长趋势，但整体解释率只达到20%-25%。独角兽政策工具强度越大，并不会培育出更多的独角兽。研究表明，推动独角兽培育的原因除了政策强度外，还与这些城市的特征存在较大关联。结果也暗示，政府政策扶持独角兽成长的作用是有限的，与所在城市的市场化机制以及创新创业生态要素支持存在关联，如风投资本[7]、孵化器水平[6]等。
5.2 政策启示
[bookmark: _Hlk111537033]研究对于如何优化政府的扶持作用提供了政策启示。一是为我国城市层面的独角兽扶持政策提供了系统的量化方法，各地政府可以利用政策工具的两个关键特征（政策工具密度和强度），识别对独角兽扶持的政策工具使用效率。二是，平衡独角兽扶持政策与区域资源约束。研究发现政策工具强度对密度具有约束性，即政府对政策工具的使用会受到区域资源约束，对独角兽扶持的真正落地政策需要同所在城市的经济水平、人力资本和地方财政等资源能力相匹配。因此，各地政府可以参照北京和上海两个表现优异的城市，尽量在政策工具密度和强度的使用上达到平衡。三是，调整独角兽扶持政策工具的设计方向。研究发现，扶持政策对独角兽作用是有限，各地政府需要在现有政策评估基础上调整政策工具设计方向，侧重独角兽创业生态市场计划激励，譬如风险资本的激励、创业文化的培育、创业环境的营造等等。 
5.3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中对于独角兽扶持政策的效应分析，还可以融入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配置能力的分析，如城市互联网规模、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互联网人才数量都是反映行业和产业资源的配置的重要要素。
[bookmark: _ENREF_14]参考文献
[1]Acs Z J, Mueller P. Employment effects of business dynamics: mice, gazelles and elephant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 85-100.
[2]Brown R, Mawson S, Mason C. Myth-bus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the case of high 
growth firms [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7, 29(5-6): 414-443.
[3]Majeed O, Balaguer A, Hansell D, et al. What drives high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
firms [J]. Economic Record, 2021, 97(318): 350-364.
[4]曲婉, 冯海红. 创新创业政策对早期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2018, 39(10):
12-21.
[5]Zhai J Z, Carrick J.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unicor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unicorn 
companies in China [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 55(15): 3371-3385.
[6] Corrente S, Greco S, Nicotra M, et al. Evaluating and comparing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using SMAA and SMAA-S [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9, 44(2): 485-519.
[7]陈强, 肖雨桐, 刘笑. 京沪独角兽企业成长环境比较研究——城市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视
角[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9(05): 106-114.
[8]余菲菲, 施晔. 互联网创业政策对新创企业融合互联网的影响 [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03): 476-487.
[9]吕文晶, 陈劲, 刘进.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量化分析 [J].科学学研究.
2019, 37(10): 1765-1774.
[10]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M].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11]赵筱媛,苏竣.基于政策工具的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框架研究 [J].科学学研究. 2007(01): 
52-56.
[12] 刘新民,张亚男, 范柳, 等 . 创业政策对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的影响分析 [J].软科学, 
2018,32(09): 39-42.
[13]刘云,黄雨歆,叶选挺.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政量化分析 [J].科研
管理, 2017, 38(S1): 470-478.
[14]彭纪生,仲为国,孙文祥. 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
[J].管理世界. 2008(09): 25-36.
[15]张永安, 周怡园.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工具挖掘及量化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0): 188-197.
[16]Knill C, Kai S, Tosun J J R, et al. Regulatory policy outputs and impacts: exploring a complex 
relationship [J].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2012, 6(4): 427-444.
[17]单晓红, 何强, 刘晓燕, 等 .“政策属性—政策结构”框架下人工智能产政策区域比较研
究 [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03): 194-202.
[18] Schaffrin A, Sewerin S, Seubert S. Toward a comparative measure of climate policy output 
[J].Policy Study, 2015, 43(2): 257–282.
[19] Schmidt T.S, Sewerin S. Measuring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policy mixe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mixes' balance and design features in nine countries [J]. 
Research Policy,2019, 48(1):1-13.
[20]刘可文, 潘坤友. 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强度的定量化及其演变过程——以区域开放开发
政策为例 [J].人文地理. 2015, 30(04): 87-94.
[21]马景义, 张之昊, 吴佳保, 等 . 基于非对称主动风险测度的增强型指数追踪模型及应用 
[J].中国管理科学. 2020, 28(08): 42-51.
[22]乔家君, 马玉玲. 基于信息熵的城乡界面时空演化与分异——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6, 36(11): 1-7.
[23]姚威, 胡顺顺, 储昭卫. 中国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体系研究——基于政策指数
统计分析 [J].科技管理研究. 2020, 40(07): 26-34.
[24]陶长琪, 陈文华, 林龙辉. 我国产业组织演变协同度的实证分析——以企业融合背景下
的我国IT产业为例 [J].管理世界. 2007(12): 67-72.
[25]孙盼盼,夏杰长. 旅游产业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量化探索与空间效应——基于2001-2012年
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J].经济管理. 2017, 39(06): 147-161.
[bookmark: _ENREF_195] 


作者简介：孙琪霞（1983—），通信作者，女，江西上饶人，讲师，博士，主要
研究方向为智能政策研究，电商平台治理；朱镇（1981—），男，江苏苏州人，
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政策研究、电商平台生态系统
演化。阮昊怡（1993—），女，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智能政策
研究。




image1.png
LARB R 2 A
NSSER e aka
P2 e PRl S

E%ﬁ”i‘?\ Iltjifzt\@ 2. q&%ﬁﬂ#lﬁlh}(‘ﬁ ﬁﬁiﬁ{ﬁ}é‘&]

Wﬂﬂﬁ@ﬁﬁm R gl U RCR AR A
fie S LIPSt

o 3. MEAHBUR T
BUR Ik R 1] A, FEREGET
BRI SR AR T
FLE Gk R

A R B T
-, B A
4. B HT A N (IRE N
L il DUy 7 2%
s RIEECGE T By | [ RHCRIMICIT ERAL
S LT B
PORTIMB )L st prenon b

Feg 2 22 4 AR T2 A




image2.png
TASSWEHE

12004

100.0

0.0

0.0

40.0

200

k(24
°

o il

MY

i
°

i — ° R &
PRl aeo migTe 0 oM

T
o 200 400 600 200 1000

T
1200

BRETERE

o :

WAE
ZREZ




image3.png
BAESRIHE

1209 o WE
0 dkx
— mgER

100
80
607

=
40

LR
oo o Hu

ER S e ol M
g @A n)H o

gl ”% e e LTV LY.
00 ) 80 1.00 120 HETAEE




